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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和驱动因素

刘衡，朱铁辉，辛岭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基于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度我国 2004—2018 年省域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指数，利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驱动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和交互因子。结

果表明，我国省域农业现代化空间布局呈现“梯次递减、东西分化、中心极化”的特点，省域城乡融合空间布

局呈现“三极驱动、断层分化、整体偏低”的特征，二者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迈进勉强协调，空间上呈现出“东

部高西南低”的层级递减特征。二元对比系数、城镇化率、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城乡失业保险率、城乡居民

收入比、非农与农业从业比、农业电气化是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优化产业结构、

构建现代农业经济体系与其他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两者的耦合协调，但促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

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素存在异质性和阶段性。因此应从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农业经济体

系和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着手，差异化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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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U Heng, ZHU Tie-hui, XIN L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the 
two-way flows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build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mbined weighting method, this paper calculate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exes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4 to 2018 in China,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systems b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d the dominant and interaction factors driv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wo systems by Geodetecto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layout of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lining echelon, east-west differentiation, and central polarization”, 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provinci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pole driving, discontinuously 
differentiation, and overall low”. The degree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as been 
improved from a mild imbalance to a barely coordination, showing a declining characteristic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southwest” in space. Leading factors like the dual contrast coefficient, urbanization rate, urban-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vestment ratio, urban-rur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rate,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non-agri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ratio, and agricultural electrification are driv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other sub-
systems will enhanc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 
system, but the leading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show heterogeneous and periodic changes.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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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ild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ex system; Geodetector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农业质量效益与竞

争力显著增强，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差距

明显缩小，农业现代化已经进入中期发展阶段 [1]。

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重点难点在“三

农”。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有助于形成农业发展为城乡差距

缩小持续发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农业发展提供

支撑的良性格局。因此，探究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对促进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性、动态性和系统性的

概念，是指利用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其向现

代农业变迁的过程 [2]，体现为农业生产、质量效益、

经营管理、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现代 
化 [3-4]。相关研究从不同尺度测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

基础上 [5-6]，讨论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农

业现代化关系 [7-9]，并细化为农业现代化与文化资 
源、人力资本、区位交通的协调发展问题 [10-11]，农

业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拓展。而农业现

代化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12]，应从城乡

关系中深化对农业现代化认识。我国城乡关系从分

立走向一体和融合，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原则，旨在通过建立城乡共建共享和要

素自由流动的机制体制，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

共同繁荣 [13]，强调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

全面融合 [14]，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城乡融合发

展的理论内涵 [15]、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16]，探

索缩小城乡差距的驱动力 [17]，展望城乡融合背景下

的乡村转型和重构问题 [18]。总之，农业现代化和城

乡融合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体两面。

关于农业现代化与城乡关系的研究，理论层面

认为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城乡协调的前提和基础 [19]，

但是城乡互动与融合对农业发展、乡村本土性有着

不同方向的影响 [20-21] ；实证层面，程莉和刘志文 [22]

通过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对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性，郜亮亮和杜志雄 [23]

运用协整检验方法证明了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

是彼此依赖、相互影响的长期稳定关系。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的

理论内涵及水平测度已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认为农

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关系。

但仍然有改进之处 ：一是在检验农业现代化与城乡

融合的关系时，用于测算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水

平的指标选取略显单薄，尚不能综合反映其发展水

平；二是我国区域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异质性较强，

研究尺度需进一步细化，研究方法应充分考虑区域

地理因素 ；三是如何区域差异化推进区域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研究目前较为匮乏，研究

内容尚需深化。为此，本文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城乡

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组合赋权法测度我国省域农

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指数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通过空间可视化

的方式展现其空间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

驱动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和交互因子。以期为

差异化推动区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实践参考。

1  作用机理

农业现代化由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和支持保护体系构成，旨在实现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农业经营管理、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可

持续发展等多目标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则以城乡要

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为支撑，重点涉及城乡人口、

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多个方面的融合发展。从

资源要素角度来看，农业现代化的实质是农村资源

要素的组合与优化 [24]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城乡之间

产业、土地和人口为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过程 [25]，

两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要素关联性。

“人口—土地—产业”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

城乡融合是互为支撑的关系。产业是农业现代化与

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城乡产业资源的不对称

性导致乡村劳动人口外出务工，乡村产业发展缺乏

“人气”与“活力”，而城乡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互

补性，通过城乡产业融合有助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

与拓宽，调整城乡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实现农

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农业多功能的发挥，从而提升

乡村多元价值、激发内部发展活力。人口是农业现

代化与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中心，城乡人口流动及

变化影响着城乡地域之间的要素资源配置，同时农

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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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围绕着“人”

所联结的诸多发展目标与问题，亟需人力资源在工

农、城乡结构中合理配置。土地是农业现代化与城

乡融合协调发展的基础，土地一方面承载着农业生

产供给和生态安全等多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支撑

着城乡空间的合理规划和城乡多方面的融合发展，

在土地视角下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不是竞争关

系，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和谐状态。 
农业现代化为城乡融合提供发展支撑。一方面，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将释放

更多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为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市民化和城乡空间规划提供有利契机，更有助于缩

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

方面，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农

民收入和强化产业核心优势，进而为城乡经济、社

会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且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

理念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正外部性为城乡生态融

合提供有益支撑。

城乡融合为农业现代化整合资源要素。一是通

过城乡人口和空间融合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经营管理能力调配人才、技术和土地等优质资源，

并培育可供持续发展的职业化人才和先进适用技

术 ；二是通过城乡经济和社会融合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和生活条件，解决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的后顾之忧，

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

三是城乡生态融合将从两个地域空间为农业现代化

发展营造生态屏障，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现代化展开量化

研究，蒋和平和黄德林 [26]、辛岭和王济民 [5] 先后

从农业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经济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构建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模型 ；谭爱花 
等 [27] 从农业经济现代化、农业社会现代化和农业

生态现代化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张淑英和夏心旻 [28]

围绕农业发展目标和手段从产出效益、设施装备、

科技进步、产业经营、生态环境和支持保障等方面

测算农业现代化水平 ；新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评价

增加了新型农业经营、产业融合等方面的考量 [3]。

基于此认识，本文依据国家对农业现代化目标

的新阐述和新要求，分别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

业经营管理、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农业可持续

发展等 4 个子系统（表 1），测度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其中，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主要指物质载体的

便利与非物质要素的支撑，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水利

化、机械化和新型化，农业经营管理主要指适度规

模经营模式的多元化以及经营主体的组织化和高素

表 1　农业现代化测算指标体系
Table 1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lculation index system

系统层 指标层 符号 指标解释 属性 权重

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A1 有效灌溉面积 /（耕地面积 × 复种指数） 正 0.021 7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A2 机耕率 ×0.4+ 机播率 ×0.3+ 机收率 ×0.3 正 0.018 6 

耕地面积用电量（万 kW·h/hm2） A3 农村用电量 / 耕地面积 正 0.161 6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 A4 温室设施面积 / 耕地面积 正 0.115 2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A5 地方农林水事务支出 /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正 0.014 2 

人均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 / 人） A6 全社会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 区域总人口 正 0.065 0 

农业经营
管理

耕地适度经营规模比（%） A7 经营耕地 30 亩以上的农户数 / 区域农户数 正 0.113 4 

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化（个 / 百户） A8 农机作业服务专业户个数 / 区域农户数 正 0.049 7 

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率（个 / 百户） A9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数 / 区域农户数 正 0.067 3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A10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正 0.027 2 

农村劳动力文盲率（%） A11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农村劳动力数 / 农村劳动力总数 负 0.003 1 

农业防灾率（%） A12 1-（农作物成灾面积 / 农作物受灾面积） 正 0.018 5 

农业质量
效益与竞

争力

人均粮菜肉蛋奶产量（kg/ 人） A13 粮菜肉蛋奶总产量 / 区域总人口 正 0.017 2 

农业土地产出率（万元 /hm2） A14 农业增加值 / 耕地面积 正 0.037 5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A15 农林牧渔增加值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正 0.026 9 

绿色农产品数量（个 / 万 hm2） A16 当年有效使用的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 / 耕地面积 正 0.104 0 

农产品出口总额占比（%） A17 农产品出口总额 / 货物出口总额 正 0.073 9 

农业可持
续发展

化肥减量化（kg/hm2） A18 农用化肥折纯量 / 耕地面积 负 0.011 0 

农药减量化（kg/hm2） A19 农药施用量 / 耕地面积 负 0.005 3 

耗水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元 /m3） A20 农业增加值 / 农业用水总量 正 0.039 9 

农业碳排放总量（万 t） A21 参考李波等 [29] 研究计算所得 负 0.0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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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农业质量效益与竞争力主要指农业供给的多

样化、高效化和绿色化，以及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增

强，农业可持续发展主要指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有

效利用。

相关学者对城乡关系的量化研究集中在城乡一

体化、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和多维差距的测度，完

世伟 [30]、周江燕和白永秀 [31] 从空间、人口、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等 5 个方面反映城乡一体化状况 ；

随着近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周佳宁等 [16] 将相关

研究拓展到城乡多维融合水平测度 ；赵德起和陈 
娜 [32] 在分析内在机理基础上从城乡融合前提、动

力和结果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杨志恒 [15] 把城乡

融合归纳为人流、物流、交通流和信息流在城乡地

域间不断流动 ；叶璐和王济民 [33] 基于城乡融合发

展根本目的，从城乡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基本公

共服务、要素配置和产业发展 5 个维度测度城乡差

距来反映城乡融合水平。综合上述认识，本文从城

乡多维差距和流空间角度构建城乡融合测算指标体

系，主要包括城乡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

融合（表 2）。城乡人口融合主要指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人口合理配置，城乡空间融合主

要指现实和虚拟空间中的城乡多维距离缩进，城乡

经济融合主要指城乡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

小，城乡社会融合主要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体化，

城乡生态融合主要指生态环境及空气质量的改善。

表 2　城乡融合发展测算指标体系
Table 2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系统层 指标层 符号 指标解释 属性 权重

城乡人
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 （%） B1 城镇人口 / 区域总人口 正 0.058 5 

非农与农业从业比 B2 二三产业从业人口 /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 负 0.011 2 

城乡人口文盲率（%） B3 15 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 /15 岁及以上人口 负 0.014 3 

城乡空
间融合

城乡道路面积比 B4 城市道路面积 / 乡村道路面积 负 0.007 3 

城乡公用设施投资比 B5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 / 农村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额 负 0.008 2 

人均邮电业务量（元 / 人） B6 邮电业务总量 / 区域总人口 正 0.227 6 

城乡经
济融合

二元对比系数（%） B7
( 第一产业产值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 第二三产业产值 / 第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 )

正 0.246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B8 通过城乡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度量 a 负 0.018 6 

城乡居民消费比 B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负 0.008 0 

城乡社
会融合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 B10 城镇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负 0.006 3 

城乡医师比 B11 城镇人均执业（助理）医师数 / 农村人均执业（助理）医师数 负 0.021 5 

城乡文教娱乐支出比 B12 城镇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 / 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 负 0.003 9 

城乡失业保险覆盖率（%） B13 参保城乡失业保险人数 / 区域总人口 正 0.164 1 

城乡生
态融合

城乡绿化覆盖率比 B14 城市绿化覆盖率 / 乡村绿化覆盖率 负 0.016 2 

城乡空气质量（μg/m3） B15 PM2.5 浓度 负 0.052 2 

城乡节能减排（吨标准煤 / 元） B16 能源消费总量 /GDP 负 0.010 8 

城乡污染治理（%） B17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GDP 正 0.124 9 

注 ：a）借鉴宋晓玲 [34] 等相关研究。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 31 个省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所

涉及的数据均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3 个行政

区），选择 2004—2018 年为研究时段，对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其中，

有效灌溉面积等农业生产、经营数据来自《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温室设施面积、农机作业服务专业

户数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地方农林水

事务支出等城乡社会经济类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来自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

计年报 ；当年有效使用的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来

自中国绿色食品网 ；城乡道路面积等城乡对比类数

据来自《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投入来自《中国教育年鉴》；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农产品出口总额来

自中国农产品月度统计报告 ；PM2.5 浓度数据来源

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公布的栅格数据。

2.3  综合指数测算方法

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

法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考虑到指标权重测算的

科学性，运用熵值系数与复相关系数进行组合赋权，

综合利用原始数据的差异信息和重复信息 [35]，根

据测算模型分别计算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城乡融合指

数。并运用 Arcgis10.2 软件的反距离权重空间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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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展现其演变趋势，旨在考察我国农业现代化与

城乡融合的空间分布异质性与依赖性。

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城乡融合指数测算方法为 ：

i j ijF W Y= × （1）
式中 ：Fi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市区的农业现代化指数

或城乡融合指数 ；Wj 为通过乘法合成方式求得的第

j 项指标的组合权重 ；Yij 为第 i 个省市区第 j 项指标

标准化的值。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定量测度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

协调度，本文借鉴 Li 等 [36] 和陈国生等 [11] 的做法构

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参考王成和唐宁 [37] 将耦合

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在此基础上，为更直观

地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性，借鉴

崔学刚等 [38] 做法划分和叠加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的组合水平，共计分为高农业现代化—高城乡融

合（高—高）、高农业现代化—低城乡融合（高—低）、

中农业现代化—中城乡融合（中—中）、低农业现

代化—高城乡融合（低—高）和低农业现代化—低

城乡融合（低—低）5 种组合水平。

耦合度（C）、发展度（T）和耦合协调度（D）

测定方法为 ：

( )
MOD CON

MOD CON 2
i i

i i
C ⋅
=

+
（2）

1 2= MOD CONi iT b b+ （3）

D C T= ⋅ （4）
式中 ：MODi、CONi 分别为农业现代指数和城乡融

合发展指数， b1、b2 为待定参数，均取值为 0.5。
2.5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既可以探测单个影响因子的影响

大小，也可以比较两个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时的影响

力 [39]。由于地理探测器对于多个自变量的共线性免

疫，适合从庞大的指标体系中寻找最为关键的驱动

因子。因此本文将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各个子系

统的因素作为自变量（A1~B18），利用地理探测器

探究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

子和交互因子，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地区驱动因素进行甄别。为保障地理探测器模型的

正常运转，利用 SPSS 的 k 均值聚类方法将数值型

变量转变为离散型变量。具体模型为 ：

2

2
1

11 h

L

h
h

q N
N

σ
σ =

= − ∑ （5）

式中 ：h=1, 2, …, L，为因子 X 的分层，N 与 Nh 为

研究区和探测区的样本数，σ2 和 σh
2 分别为研究区

和探测区的 Y 值方差。q 为探测因子 X 的探测力 
值，取值为 [0, 1]，q 越大表示因子 X 对 Y 的解释力

越强，反之则越弱，当 q 值为 1 时表明因子 X 完全

控制了 Y 的空间分布，q 值为 0 时表明因子 X 与 Y
没有任何关系。

3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演变

3.1  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演变

2004—2018 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呈现东北—西南

层级递减、东西分化和中心极化的特征（图 1）。具

体表现为 ：2004—2018 年间农业现代化高水平区锁

定在“东北三省—东部沿海”地区，低水平区常年

集聚在西南边境地区，主要原因是东北和东部地区

凭借物质装备精良化和经营规模化，使得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遥遥领先于西部地区，且

由于河南、山西、广西和西藏等地的农业经营管理、

质量效益与竞争力水平在时间上的长期滞后，开始

转变为农业现代化“洼地”，农业现代化低水平逐

渐收缩并锁定。高水平区逐渐聚集并呈现极化特征，

主要是因为邻近地区资源禀赋结构的同质性易形成

发展合力，共同导致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成熟并趋

于固化，例如东北三省主要是农业经营现代化模式，

其中 2018 年黑龙江、吉林农业经营管理水平对总

体农业现代化水平贡献度达 51.48% 和 50.43%，高

于全国平均贡献度（30.77%）；江浙沪主要是设施

农业现代化模式，其中江苏、浙江和上海设施农业

占比分别达 7.75%、2.82% 和 2.58%，远远超过其他

地区。此外，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框架下，陕西和

贵州等西部省份着力发展现代特色高效农业，巩固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陕西和贵州为中心的中

西部交接带从农业现代化“洼地”转变为发展“高

地”，2018 年农业现代化水平较 2004 年提升 1.34 倍

以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格局向多极支撑转变。

3.2  城乡融合的空间演变

2004—2018 年总体上我国城乡融合与农业现代

化空间分布保持着相似格局，但也存在着“三极驱

动、断层分化、整体偏低”空间特征（图 2）。“三

极驱动”是指 2004—2018 年我国城乡融合高水平

区锁定在京津冀、江浙沪和珠三角地区，这主要得

益于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等省份的城乡人口、

社会融合优势比较突出，人口城镇化水平及综合素

质均高于其他省份，具备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完

善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断层分化”

体现为，在陕西关中地区和黔川渝地区城乡融合水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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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不断提高下，全国城乡发展格局由东西连片割

裂为断层独立，这主要是因为在重大区域战略推动

下，城乡专项规划和措施进一步明确，陕西、贵州、

四川和重庆等地的城乡空间、经济融合水平大大提

升，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物质载体与政策便利。总

体而言，2004 年城乡融合水平在 0.30 以上的仅有

北京和上海两地，各地通过规划城乡空间布局以及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就业差距，推动城乡空

间和经济融合水平快速提升，进而带动城乡融合水

平整体提高，但至 2018 年只有北京、上海、江苏

和浙江的城乡融合水平在 0.60 以上，87.10% 的省

市区都处在 0.31~0.56 水平上，由于全国各地城乡

人口、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不同程度的突出短板，使

得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偏低。

4  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性分析

2004—2018 年间，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整体从轻度失调迈进

勉强协调，两者发展不平衡状况不断缩减，呈现出

“东部高、西南低”的层级递减特征（表 3）。2004

图 1　我国农业现代化指数的空间演变
Fig. 1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ex in China

注 ：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原审图号 GS（2020）4619 号，审图号 GS（2021）5855 号。



刘衡等：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和驱动因素第 6 期 7

年以后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组合水平演变过程

可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04—2009 年的

协调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组合水平以低—低组合为主，

中—中组合和高—高组合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东南沿

海地区。第二阶段是 2010—2013 年的协调发展阶

段，这一阶段甘肃、青海由低—低上调为中—中组

合，中—中组合在山东、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不

断扩大。第三阶段是2014—2018年的快速推进阶段，

部分地区开始迈进协调阶段，中西部低—低组合持

续减少，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地区的中高水平组合覆

盖范围逐渐增加。

2004 年各地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低—低、

低—高和中—中组合占比达到 80.70%，二者耦合协

调度均处在轻度失调及以下。经过国家区域战略调

控以及工农城乡关系调整，2010 年迈进勉强协调阶

段，2015 年摆脱轻度失调，到 2018 年部分省市区

已经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状态，这主要得益于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中高水平逐渐从东部沿海延伸到

西北地区，低—低组合逐渐缩减到只有西藏。但是，

图 2　我国城乡融合指数的空间演变
Fig. 2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ex in China

注 ：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原审图号 GS（2020）4619 号，审图号 GS（2021）5855 号。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2 卷8

部分地区由于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处于不平衡或

低值化结构，致使 2018 年 3.20% 的地区处在濒临

失调状态、70.90% 的地区仍然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如西藏的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双滞后，导致耦

合协调处在濒临失调阶段，河北、吉林等地的城乡

融合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导致耦合协调处在勉强协

调阶段，广东和海南的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乡融合，

导致耦合协调处在勉强协调阶段。

5  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

5.1  全国尺度

对 2004—2018 年驱动全国各省市区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进行探测，对比

历年前 10 项因素可知，二元对比系数（B7）、城镇

化率（B1）、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B10）、城乡失

业保险率（B13）、城乡居民收入比（B8）、非农与

农业从业比（B2）和农业电气化（A3）等 7 项因素

出现频率达 50% 以上（表 4），可以确定这 7 项因

素为驱动全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关

键主导因子，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

协调空间分异主要受产业结构、城镇化、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因素影响。

根据表 4 探测结果，对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

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因素可归纳为三方面 ：一是产业

结构对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力量最

大，表现在 2004—2018 年间对二者耦合协调空间

布局影响力最大的因子中二元对比系数（B7）排在

首位，且 2015 年之后非农与农业从业比（B2）的

影响力是稳步上升的，产业和人口作为影响农业现

表 3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
Table 3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地区
2004 2010 2015 2018

组合水平 耦合协调度 组合水平 耦合协调度 组合水平 耦合协调度 组合水平 耦合协调度

北京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天津 中—中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勉强协调

河北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高—低 勉强协调

山西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低—低 勉强协调

内蒙古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辽宁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中—中 初级协调

吉林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高—低 勉强协调

黑龙江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高—低 初级协调

上海 中—中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高—高 中级协调

江苏 中—中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浙江 中—中 濒临失调 高—高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安徽 低—高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福建 中—中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高—高 初级协调

江西 低—低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山东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河南 低—低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湖北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湖南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广东 低—高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高 勉强协调 低—高 勉强协调

广西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海南 中—中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高 勉强协调 低—高 勉强协调

重庆 中—中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四川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贵州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云南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勉强协调

西藏 中—中 轻度失调 低—低 轻度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陕西 中—中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甘肃 低—低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青海 低—低 轻度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低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宁夏 中—中 濒临失调 中—中 濒临失调 低—高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新疆 高—高 濒临失调 高—高 濒临失调 中—中 勉强协调 中—中 勉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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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重要方面，其配置效率

与比例将从发展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经营、城乡人口

和经济融合产生影响。二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是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持久力

量，表现为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B10）、城乡失业

保险率（B13）的解释力稳定在 0.50 以上，城乡收

入比（B8）一直是 2010—2018 年二者耦合协调的

主导因子，所以城乡差距缩小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长

期目标，而且是城乡融合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持久

力量。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

耦合协调的保障，表现在 2015 年之后农业电气化

（A3）、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A2）、农林水事务支

出比（A5）和农业防灾率（A12）的影响力逐年增

强，以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物质装备能力有利于

农业提质增效，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支撑保障。综

合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差距缩小和基础设施强

化是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关键力

量，未来推动二者协调发展需要兼顾多元路径。

表 4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探测结果
Table 4　Detecting results of the leading factors i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2004 2010 2015 2018

主导因子 q 值 主导因子 q 值 主导因子 q 值 主导因子 q 值

B7 0.692 3 A15 0.787 7 B7 0.779 3 B7 0.769 8 

B6 0.631 9 B7 0.758 7 B1 0.680 5 B1 0.614 9 

B13 0.629 9 B13 0.743 3 A15 0.645 8 B10 0.606 8 

B1 0.610 3 B8 0.716 5 B8 0.645 2 A3 0.598 0 

A1 0.543 0 B1 0.702 0 B10 0.526 0 B2 0.580 6 

B8 0.537 2 B6 0.585 5 A3 0.496 2 B13 0.558 8 

A2 0.505 9 B10 0.574 0 A16 0.491 2 A2 0.520 7 

B10 0.496 7 B3 0.540 0 B9 0.487 1 B8 0.502 1 

A13 0.434 0 B2 0.521 1 B13 0.484 4 A5 0.483 4 

A16 0.430 1 A13 0.508 9 B2 0.477 3 A12 0.479 2 

5.2  区域尺度

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的差异，驱动各

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因素往往存

在异质性。如表 5 所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

早，拥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管理理念，2004—
2010 年，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主要是农

田水利化（A1）、劳均生产效率（A15）、农产品质

量安全（A16）和经营组织化（A9）的空间解释力

比较强，农业生产、经营与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影响

比较大，伴随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乡道

路基础设施统筹（B4）、义务教育投入比（B10）和

污染防治（B17）对耦合协调空间布局有着重大影

响。在进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后，为加快实现农业

现代化目标及缩小城乡差距，2015 年农业生产支撑

（A4 和 A5）和提质增效能力（A13 和 A16）的驱动

力进一步增强，城镇化率（B1）、城乡收入比（B8）、
二元对比系数（B7）和义务教育投入比（B10）等

乡村追赶类驱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生产型、数

量型乡村野蛮生长导致的生态涵养约束问题日益凸 
显 [40]，叠加中心城市快速城镇化而滋生的城乡要

素不平等，2018 年统筹城乡基础设施（B5 和 A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B13）、人口产业配置（B2

和 B1）和农业绿色发展（A16 和 A19）等因素主导

作用逐渐强化。综合表明，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与

城乡融合耦合协调，长期由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驱动，后期由农业增产增效驱动转为农业

绿色发展驱动。

继 2004 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提出“三

基地、一枢纽”的发展方向，明确了中部地区粮食

生产供给和交通枢纽等重要功能，2004—2010 年城

乡道路（B4）、物流通信（B6）等基础设施建设类

因子对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有着重要作

用，中部地区优质的农业资源条件决定了农业增产

增效（A14 和 A13）和产业竞争力（A17）等质量

效益与竞争力类因子影响较大，除此之外，由于发

展初期省际就业、教育与收入差异比较大，非农与

农业从业比（B2）、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B10）和

收入差距（B8）的解释力占据首位。2015 年科技装

备水平快速提升，人口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城镇

化（B1）、农业物质装备精良化（A6、A1 和 A4）、
土地规模化（A7）和服务化（A10）驱动作用增强。

而后在国家战略定位调整及自身发展转型下，新型

城镇化重点区、现代农业核心区以及生态文明示范

区发展方向进一步明晰，2018 年城乡差距类因子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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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此前趋势，如城乡收入差距（B8）、义务教育投

入比（B10）和文教娱乐支出比（B12）解释力均在 0.86
以上，而空气质量优化（B15）和植被绿化覆盖（B14）
等城乡环境融合类因子空间解释力显著增强，农业

现代化系统中的驱动因素也明显发生变化，表现为

农业产业体系（A10）、生产体系（A4 和 A15）和

经营体系（A7 和 A12）影响力逐渐强化。综合表明，

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由单一农

业生产驱动逐步拓展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驱动，后

期城乡经济、社会融合逐步转型为城乡生态融合 
驱动。

受地形和交通条件的约束，西部地区的农业和

城乡发展基础较为薄弱，2004—2010 年驱动农业现

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关键因素是城乡基础设

施巩固（B4 和 B6）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A6、
A1 和 A2），且由于西部地区人口外迁流失和耕地

资源分散，亟需土地规模化（A7）、高效化（A15
和 A13）和组织化（A9）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西

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保障，外出务

工人口增加所引发产业、就业结构失衡现象凸显， 
2015 年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B10）、文教娱乐支

出比（B12）、二元对比系数（B7）、非农与农业从

业比（B2）等因素的驱动力逐渐增强，即使在国家

政策和项目资源的倾斜下，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和

不充分等问题依旧突出。2018 年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培育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表现为土地规模化（A7）、
组织化（A9）、人口高素质化（B3）和服务化（A10）
的解释力达 0.70 以上，人口与产业结构因素延续此

前强化趋势，但统筹城乡公共基础设施（B5）驱动

力量明显增强。显而易见，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与

城乡融合耦合协调，长期是由新型经营体系和人口

产业结构所驱动，在后期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统筹驱

动力量逐步显现。

东北地区省际间经济发展结构同质性较强，所

以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驱动力量存在

集中化和均质化。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表 5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探测
Table 5　Probe into the lead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China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2004 2010 2015 2018 2004 2010 2015 2018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A1 0.94 B8 0.98 B7 0.97 A11 0.92 B2 0.95 B8 0.92 B1 0.88 B10 0.92

B10 0.79 A13 0.98 B2 0.92 B5 0.91 B10 0.95 B9 0.91 B16 0.88 B15 0.91

B17 0.75 B1 0.97 A13 0.89 B2 0.89 B6 0.95 B17 0.83 A18 0.88 B12 0.91

B4 0.73 B10 0.97 A11 0.88 B1 0.80 B4 0.95 B12 0.83 A6 0.79 A12 0.89

A15 0.71 B2 0.97 B8 0.86 A3 0.80 A17 0.94 B16 0.83 A1 0.76 A4 0.87

A9 0.71 B7 0.92 A4 0.79 B13 0.74 A7 0.94 A17 0.83 A4 0.74 B7 0.87

B16 0.69 B13 0.92 A16 0.78 A16 0.74 A14 0.94 A21 0.80 A15 0.73 B8 0.86

B7 0.68 B6 0.88 B1 0.77 B8 0.69 A10 0.94 A13 0.80 A7 0.63 B14 0.86

B1 0.67 B4 0.86 B11 0.74 A19 0.65 A9 0.93 B15 0.80 A10 0.63 A10 0.75

A16 0.65 A16 0.79 A5 0.71 A10 0.65 A19 0.92 A18 0.79 B13 0.62 B4 0.75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2004 2010 2015 2018 2004 2010 2015 2018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主导
因子

q 值

A7 0.91 B7 0.82 B10 0.82 A7 0.81 A2 0.98 A2 0.98 A9 0.98 A9 0.98

A9 0.91 B10 0.82 B12 0.80 A9 0.78 A5 0.98 A7 0.98 A15 0.98 A12 0.98

A15 0.86 A13 0.82 A13 0.78 B3 0.77 A7 0.98 A8 0.98 A12 0.98 B5 0.98

A6 0.83 A7 0.82 A7 0.75 B7 0.76 A8 0.98 A18 0.98 B5 0.98 B16 0.98

A13 0.82 A15 0.81 B17 0.74 B12 0.75 A9 0.98 A20 0.98 B16 0.98 B17 0.98

B6 0.74 B2 0.80 A15 0.68 A10 0.70 A15 0.98 A21 0.98 B17 0.98 A1 0.98

A2 0.69 B6 0.77 A2 0.66 B1 0.66 A18 0.98 B4 0.98 A1 0.98 B7 0.98

A1 0.69 A9 0.75 A9 0.65 B5 0.63 A21 0.98 B15 0.98 A17 0.98 A8 0.31

B4 0.65 A8 0.75 A8 0.60 A13 0.61 B4 0.98 A6 0.98 A18 0.31 A21 0.31

B10 0.65 B8 0.72 B7 0.60 B2 0.61 B15 0.98 B7 0.98 A7 0.31 B8 0.31

注 ：限于篇幅大小，此处数据仅保留两位有效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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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机械化大规模农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全

国农业发展的“排头兵”，2004—2010 年一方面得

益于农业现代化发展较快，如机械装备水平（A2
和 A5）、经营规模化和组织化（A7、A8 和 A9）、
绿色发展（A18 和 A21）等因子的驱动力量强大，

另一方面得益于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如城乡道路

建设（B4）和空气质量优化（B15）等因子解释力

较强。但是由于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缓慢，2015
年城乡公共基础设施（B4 和 B5）和生态环境（B15
和 B16）对耦合协调空间布局解释力增强。2018 年

着力补齐农业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等短板的同时，

又亟需新型要素对农业经营模式的更新改造，因此

城乡经济融合（B7 和 B8）驱动力在这一时期有所

弱化，而农业碳排放（A21）、城乡节能减排（B16）
和污染治理（B17）等生态环境类因子驱动力强化，

经营组织化（A9）、防灾减灾能力（A12）和服务

规模化（A8）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驱动力量进一步

上调。综合表明，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

耦合协调长期由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驱动，后期由农业多系统驱动集中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和可持续发展驱动。

5.3  交互因子

在主导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测因子间

交互作用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表 6 结果显示，双

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明显比单因子作用强，并且

交互作用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其中，二元对比

系数（B7）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最强，表明通过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将有助于要素充分流动与配置，

创建产业延伸与融合点，从发展基础上促进两者的

耦合协调 ；其次是农业现代化子系统间交互作用

（A1 ∩ A9、A10 ∩ A13、A2 ∩ A15、A2 ∩ A18），
表明农业现代化是子系统交互协调的体系建设，构

建现代农业经济体系有利于人口、产业和土地等

要素的关联，从而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创造空间，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从核心要素上促进两者的耦合

协调。

表 6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导交互因子
Table 6　Dominant interaction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交互因子 q 值 交互因子 q 值 交互因子 q 值 交互因子 q 值

A12 ∩ B7** 0.936 0 A9 ∩ B7* 0.893 0 A20 ∩ B7* 0.876 6 A2 ∩ A15* 0.868 1 

A10 ∩ B7** 0.929 4 B13 ∩ B7** 0.887 9 B2 ∩ B7** 0.875 8 A13 ∩ B7** 0.866 8 

A19 ∩ B7* 0.919 4 B6 ∩ B7** 0.887 1 B9 ∩ B7** 0.873 0 A2 ∩ B7** 0.862 7 

B15 ∩ B7** 0.906 2 A19 ∩ B1* 0.886 1 A17 ∩ B7** 0.872 8 B3 ∩ B7** 0.861 6 

A6 ∩ B7** 0.901 8 B10 ∩ B7** 0.885 7 A5 ∩ B9* 0.872 8 B12 ∩ B7** 0.860 2 

A14 ∩ B7** 0.901 1 B11 ∩ B7** 0.880 9 A10 ∩ A13* 0.872 5 A2 ∩ A18* 0.857 9 

A16 ∩ B7** 0.894 1 A1 ∩ A9* 0.880 5 A8 ∩ B7* 0.871 4 A2 ∩ B5** 0.853 7 

注 ：因文章篇幅有限此处仅展示 q 值大于 0.85 的交互因子，其中 ** 表示交互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 表示交互作用类型为非线性增强。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2004—2018 年我国省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空间布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时间惯性。其中省

域农业现代化空间布局由东北向西南层级递减，高

水平区连绵分布在东北、东部沿海地区，并在东北

和江浙沪地区出现极化特征，低水平区在西南地区

逐步缩减，而省域城乡融合高水平区常年聚集在京

津冀、江浙沪和珠三角地区，低水平区点状分布在

西南和中部地区。值得关注的是，陕西、贵州、四

川和重庆以区域战略和国家项目为契机补齐发展短

板，逐步改变着全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空间

格局。

2004—2018 年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耦

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整体从轻度失调迈进勉强协

调阶段，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有所降低，

呈现出“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虽然农业现

代化与城乡融合存在相互依赖与协调关系，但是仍

然存在不平衡结构，如西藏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

呈现双滞后，河北、吉林等地城乡融合滞后于农业

现代化，广东和海南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乡融合。

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因素存

在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二元对比系数、城镇化

率、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比、城乡失业保险率、城乡

居民收入比、非农与农业从业比、农业电气化是长

期驱动全国省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的关键主导

因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和基础设施强化是两者耦合协调的主要力量 ；另

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和构建现代农业经济体系是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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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主要交互因

子，重点以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经营与绿色

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二者耦合协调。

驱动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因素存

在区域异质性和阶段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长期由

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驱动，后期由农业

增产增效驱动转为农业绿色发展驱动 ；中部地区由

单一农业生产驱动逐步拓展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驱

动，后期由城乡经济、社会融合驱动转为城乡生态

融合驱动 ；西部地区长期由新型经营体系和人口产

业结构驱动，后期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统筹驱动力量

逐步增强 ；东北地区长期由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

态环境改善驱动，后期由农业多系统驱动集中为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可持续发展驱动。

6.2  启示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迫切需要

明确区域重心和系统协作。

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农业现代

化与城乡融合水平“东北高西南低”现象仍然存在，

但 2015 年以来关中平原、黔川渝结合部等地明显

有着追赶迹象，逐步改变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

合水平的空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区域战略的实施

取得显著效果，应借助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项目红

利，补齐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短板，加快重点区

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二是，2018 年全国省域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

均处在勉强协调阶段及以上（除西藏以外），但不

平衡结构仍然存在，应该重点针对河北、吉林等地

城乡融合相对滞后、华南地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

等情况制定差异化协调推进战略，以地区战略定位

和资源优势助推耦合协调发展。

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亟需多

系统协作，而优化产业结构与构建现代农业经济体

系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交互性，可以有效联结各个

路径产生合力。未来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强化农业发

展基础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和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重点发挥区域内部核心

要素的主导和交互作用，制定和落实差异化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

农业现代化研究应深化对其本质的认识，拓展

农业现代化内涵和外延，从城乡结合的角度理解与

认识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乡关系。而文化作为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蕴，本文尚缺乏此

层面的考量，此为研究之不足。对农业现代化与城

乡融合耦合协调的分析，为认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奠定了基础，未来可进一步讨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的耦合协调和形成机制，探讨城乡关系失调导致的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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